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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

中国特色刑法学高质量发展论纲

高铭暄 *

内容摘要 中国特色刑法学是独立自主发展的产物，以兼容并蓄为内在特质，已取得了重

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导向下，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中国特色刑法学应当快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

时代，并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规划，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要求为纲目，应抓紧 做

好做优刑法治理能力与体系建设，尤其是提升轻微犯罪的治理以及网络犯罪、

数字经济犯罪等新兴领域的规制效能。全面推进科学的刑法立法仍任重道远。

有必要从整体上做好顶层设计，有序攻克具体的重点难点，持续保障立法的高

质量。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　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刑法学　刑法治理　刑法立法

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几代刑法学者的艰苦努力、辛勤耕耘下，逐步建立健全了有中

国特色的刑法学体系及其知识结构、话语体系等，形成了独立自主发展而来的、有别于域外其他的

刑法学的中国特色刑法学。回顾中国特色刑法学的历史进程，不仅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积累了重要

的发展经验。总体上讲，中国特色刑法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全面

依法治国的中流砥柱。当前，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我国刑法学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攻坚机遇期，仍需全

面深化改革和完善，促进现代化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根本出发点，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中国特色刑法学应当循着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规划，既全方位融入和助推全面依



2 

2023 年第 2 期

法治国建设，也与国家经济社会的进步保持同步同频。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

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这

也必将为中国特色刑法学的迭代与升级供给持续发展和完善的动能，〔 1〕应当是中国特色刑法学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纲领。继而，围绕中国特色刑法学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使命，增强刑法理

论自信、优化犯罪治理体系与夯实科学立法等重大课题扑面而至，既是当前和今后在高质量发展上

应当优先发力的场域与阵地，也是中国特色刑法学全面主动与习近平法治思想互通共融的有益增长

支点。由此，也必然会推动中国式刑法的现代化建设。

一、以高质量发展统领中国特色刑法学的新进展

中国特色刑法学进入了全面发展和完善的新时代，这不仅得益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国策，

也直接受益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底层逻辑与精准引领。以高质量发展统领中国特色刑法学的未来发

展方向，确保了可持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

（一）中国特色刑法学高质量发展是时代需要

中国特色刑法学历经百年沧桑，在刑法学者的集体努力与共同参与下，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2〕其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相继

见证了中国特色刑法学的成立、发展以及迭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式宣告了中国特色刑法

学的启航。在法律性质上，这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刑法学。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

着中国特色刑法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而且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其中，以“苏俄为师”是

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政治选择，有其历史必然与合理性。但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秉承中国化的基本要

求，独立自主发展中国刑法学。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进入了全面发展和完善时期。既

重视独立自主发展，也重视改革开放。 〔 3〕在兼容并蓄的精神指导下，我国刑法学研究呈现“百家齐

放、百家争鸣”的盛况景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建设，继续推进

全面改革开放，刑事法治建设进入新的攻坚期与高速发展期。这些都共同确保中国特色刑法学始终

处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也逐步走向国外、迈向世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直接表现。为更好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表

述，反映出党和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等变

化作出的科学判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

要任务。高质量发展已是全面的贯通性理念，嵌入我国建设的各个方面。法治的高质量发展是题中

之义，全面依法治国也应当是高质量的发展形式。

〔 1〕  胡云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刑事法治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新实践》，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5 期。

〔 2〕  姜敏：《论中国特色刑法学话语体系：贡献、局限和完善》，载《环球法律评论》2022 年第 4 期。

〔 3〕  高铭暄、孙道萃：《我国刑法立法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载《河北法

学》201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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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刑法学自身存在的一些发展问题、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根源也完全可归结为日益增

长的刑事法治需求与刑法制度供给之间的不充分、不均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及其具体议题的

贯彻落实上，“高质量”的法治发展，应当成为确定核心任务与根本方向的总体逻辑。其中，中

国特色刑法学的高质量发展也是必然要求。通过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以及具体实施，对于中国

特色刑法学而言，可以获得以下积极的正动能：（ 1）以质量发展为导向，就要反思过往的发展质

量偏低等问题以及背后的致因，从而整体上提升刑法学研究与实践的水平。经此，既满足人民群

众对刑法的新需求，也通过更加科学的实践，强化人民群众对刑法的信任。（ 2）以高质量为重要

的考察标准，就必须重新优化刑法发展的诸多方面，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可以对理论、立法以

及实践中的短板、不足等问题，进行全局性调整、具体性修正、阶段性调试等。只要不利于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一些传统理论桎梏、司法误区等，都需作出调整。（ 3）以中国特色刑法学的历史成

绩作为基础，按照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理论、立法与司法都实现了同步、均衡的质变，满足了日

益增长的刑事法治需求，便可作为核心标志，并宣告中国特色刑法学进入新的历史纪元。有高质

量作为保障，中国特色刑法学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刑法领域的最新进展与

成果。

综上，回顾中国特色刑法学的主要历程、基本成就与重要经验，遵照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

要求，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建设为纲目，中国刑法学应当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

阶段，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刑事法治需求。

（二）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推动中国特色刑法学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刑法学迈向高质量发展是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立足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的总体背景，

在指导思想与发展动力上，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在此基础上，从宏观上统筹布局，

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与条件等。

1.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刑法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承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刑法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面临一定的

发展困难和挑战。在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当前还存在一些认识不清楚之处。概言之，就是没有

很好地从独立自主的角度出发，以中国发展为参照系，求真务实地面向我国犯罪治理的实际情况，

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过度推崇域外刑法理论的比较优势，

单方面强调推倒重来。但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模式，也没有通用各国的刑法学理

论体系。在推进中国特色刑法学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上，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尤其应当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实践，通过最广泛的实践发展

和完善中国自有理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持续推动全面完善中国特色刑

法学。

在中国共产党首次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 2020 年 11 月），正式将习近平法

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

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

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融合了法治的一般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内核以及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要素。〔 4〕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立足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法

〔 4〕  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 年第 1 期。



4 

2023 年第 2 期

治为人民服务。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基础、法律目的、法律效果的深刻认识。〔 5〕这就从

正面回答了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中国特色刑法学谋求高质量发展的终极归宿与所应秉持的关

键立场、基本方式等，尤其是所需遵从的根本指导思想与理论体系。进一步讲，以习近平法治思

想为根本遵循，基本上阐明了中国特色刑法学何以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和完善的思想根源、动力

来源以及主要标志等问题，那就是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全人类最广泛的实践中发现问

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努力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刑法学理论体系，不

断推动中国刑事法治创新发展。〔 6〕只有对中国特色刑法学抱以充分的信心，才能坚守并释放“中

国特色”的整体优势。对于国际标准和域外刑法学等，也会在更加理性的轨道上予以尊重，以及

善用差异化，实现求同存异。

2. 中国特色刑法学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面向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在不断开拓和深入中国特色刑法学的高质量发展上，就必须

以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基本参照，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伟大发展进程中，以

我国刑事法治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做好顶层设计，做优实施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当前

应当从宏观上予以呼应。

首先，夯实中国特色刑法学的理论自信，做好新时代的法学教学教育工作。当前，对中国特

色刑法学的历史贡献、基本经验以及未来前景等，存在一些消极的看法，甚至主张“全面推倒重

来”。这反映出对中国特色刑法学缺乏足够的理论自信。中国特色刑法学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

路，立足国情，扎根实际。这决定了不只简单照抄照搬、不盲目自我否定、不单方面封门自闭的

“本色”。其中，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就是例证。〔 7〕而且，对于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而言，

庞杂的刑事法治需求不断叠加，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特色刑法学始终积极作为，以

最广泛的司法实践保障供给端。坚信中国特色刑法学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理性，不应只是“口

号”，而应是基本共识下的一致行动。夯实中国特色刑法学的自信体系，特别要从源头抓起。其

中，做好法学教育的基础工作显得尤为重要。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

考察调研时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8〕对此，

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放松，充分传承红色基因。具体地，应

当认真贯彻落实 2023 年 2 月 26 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

究的意见》，在中国特色刑法学的教学与教育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使命，坚持党的领导

不动摇，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此传承刑法的“红色基因”，丰富中国特

色的时代内涵与刑法要义。其中，传承“红色基因”很好地概括了法学教育教学以及研究的根本

准则与内在底色，即发扬、传承和创新“中国特色”，积极展示制度优势。在发展中谋取高质量，

以高质量显现中国特色的优势。

其次，秉承“中国特色”法治建设不动摇， 坚持全面深化中国特色刑法学的理论与实践，

培育“中国问题、中国方案”的学派风格。中国特色刑法学之所以独立于世界之林，既与其坚

持“中国特色”的秉性不动摇有关，也与其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有关。针对如何进一步发展和

〔 5〕  胡玉鸿：《“以人民为中心”的法理解读》，载《东方法学》2021 年第 2 期。

〔 6〕  贾宇：《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 推动新时代中国刑法学研究实现新发展》，载《人民检察》2021 年第 23 期。

〔 7〕  高铭暄：《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载《中国法学》2009 年第 2 期。

〔 8〕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新路》，载《党建》202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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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国特色刑法学所需坚持的正确道路等问题，应当纠正以下认识误区：坚持中国特色刑法

学，就是“闭关锁国”，孤芳自赏，一律排外，缺乏国际视野与胸怀。这些都是极端的认识，

也并不代表中国特色刑法学的实际立场。历史经验显示，中国共产党人愿意且善于学习域外经

验，但始终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这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中国特色刑法学的百

年发展历程也充分显示：坚持独立自主是不可动摇的“底色”，中西借鉴是积极有益的“添色”。

在新时代，按照中国特色刑法学的布局与统筹，重在坚持全面深化中国特色刑法学的理论与实

践，培育“中国问题、中国方案”的研究气息与实践品格，而不是简单地“推倒重来”，也不

是毫无章法地“小修小补”。概言之：（ 1）坚持“中国特色”，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依法保障人

民权益是司法的根本目的，加强权利的司法保护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9〕中国特色

刑法学研究、刑法学理论体系等，都必须根植并服务于中国实际。（ 2）坚持“中国特色”的终

极目的是建立健全独立自主的刑法学体系。这与中国刑法学走向世界并不冲突，中国刑法学也

以走向世界为己任，输出中国刑法学的知识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的应然一面。（ 3）坚守中国

特色刑法学的制度优势与合理性，必须以“中国方案”的最佳实践结果予以呈现。中国特色刑

法学源自于国内实践，却不疏于回应国际情势。（ 4）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十一个坚持”为具

体纲目，可以为中国特色刑法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明确的方向。具体上，按照刑法理论、

立法以及司法所涉的主要场域及其发展任务、改革要求等，依次分类，科学“分解”当前突出

的犯罪治理问题，对症下药，以此更加具体地夯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实践

体系、发展逻辑等。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轴线，遵照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要求，还有必要勾勒当前全面发展和完

善中国特色刑法学的要务。为此，可通过任务清单的方式，描绘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主要分

工，以夯实中国特色刑法学的内涵与效能。在此基础上，根据犯罪治理的实际供需，按照轻重缓急

原则，有序推进和落实。

二、统筹做好做优刑法现代化并服务于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的犯罪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这对刑法科学、高效治理犯罪提出了更加严

苛的要求。抓好犯罪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是统筹推进刑法现代化关键的“牛鼻子”。以此为

基本纲目，有助于澄清和明确刑法学因何、为何以及如何展示“中国特色”。

（一）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犯罪治理体系与能力

我国犯罪结构正在经历重大变动，重罪案件占比不断降低，轻微犯罪占比持续升高，犯罪治

理的供需迎来新的情况。科学的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刑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加

快建立健全犯罪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是尤为紧迫的课题。

1. 建构新时代语境下的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实意义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明确要求。犯罪

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组成，是衡量新时代国家治理水

平以及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参考。当前，中国特色刑法学在实践中面临的困难与痛点，皆

与犯罪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不足有关。刑法要积极发挥各项功能和机能，必须与其他相关法律

保持协同与协作，以最大限度克制自身的局限性，因为刑法不是孤立的，刑法也不是万能的。在

〔 9〕  陈柏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加强权利司法保护理论》，载《法学家》202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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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综合性、整体性、协同性等科学理性的认识基础上，逐步健全犯罪治理体系与能力，有别

于过往只强调单纯的打击犯罪之做法，刑法不再是“刀把子”；也有别于除恶务尽的犯罪消除观，

不再片面提出全面消除犯罪现象的单一诉求。继而，在犯罪惩治、人权保障之间，要实现动态性

的均衡、有序与最优化结果，以契合现代犯罪治理的应然规律与实际需要。在方法论上，按照刑

法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般安排，刑法不只依靠最严厉的刑事制裁来实现预设任务和目标；而

应整合刑事法治资源，打通刑法的上下、内外、前后等关联环节，理性扩充刑法干预的范围、力

度和形式等，以求最佳的犯罪治理效果。这是刑法现代化的应然方向，也是实现刑法目的和任务

的必由之路。例如，应当确立相对主义的网络犯罪观，倡导科学的犯罪控制观，综合运用治理手

段，依法精准治理。

2. 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起点和归宿

在新时代，犯罪治理的起点不再只是发挥刑法的惩罚作用，简单地试图消灭犯罪，而应

当是全面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持续供给强劲有力的社会安全感。相应地，犯罪治理的

归宿亦是如此。犯罪治理效果的好与坏，应当由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来决定。

这意味着刑法的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必须全面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展开，回溯到人

权保障之上，并设置好相应的实施机制等。具体讲：（ 1）人权保障理念的坚守。以人民为中

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基础。对于刑法而言，在犯罪治理上，就必须坚守人权保障的基

石不动摇。在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上，亦是如此，不脱离人权保障这一关键词。其

核心要点在于：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精神和内在要求，树立新

型的犯罪观、立足犯罪特征与态势制定治理政策，同时从理论安排、立法规定、司法实践等

方面，进行人性化的服务，凸显人本主义的精神，以此实现更好地保障人权。（ 2）人权保障

与犯罪治理的辩证关系。充分保障人权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刑法治理中的具体表现。但是，

刑法也担负治理犯罪的重大使命。以人民为中心在犯罪治理上是辩证的关系，既要积极治理

犯罪，也要保障人权，做好二者价值权衡。不能片面地强调人权保障，弱化了犯罪治理的必

要性，更不是一味地从宽处理。为此，要坚持宽严相济，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 10〕例如，疫

情防控使刑法呈现积极主动干预姿态，既必然、也必要，有助于充分释放刑法保障功能与伸

张积极一般预防。此举既强化了犯罪治理的力度，又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 3）

刑法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科学评价。科学的犯罪治理体系与能力，是刑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

现。刑法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好与坏，唯一的评价主体应当是人民，唯一的评价标准是人民群

众的满意度，唯一的评价体系是人民群众对刑法的信仰和遵从。以上述系列指标为准，就是

高质量的犯罪治理体系与能力。

3. 以中国特色刑法学为理论指导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对于刑法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而言，中国特色刑法学是重要的理论指

导，为治理能力的科学培育、治理体系的有效建立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基础，这也应

当是确保我国犯罪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凸显中国特色的基本原则。舍此，不仅会脱离以人民为

中心的根基，也恐难以供给最佳的“中国方案”。当前，应统筹好以下几对关系：一是刑事治理

体系与能力建设，需遵照但不只是服从刑法理论体系。应以犯罪的实际情况为首要考虑，不断

调试现有刑法理论，也不能简单参照域外的理论体系，实现刑法理论与犯罪治理的动态呼应。

二是刑法理论体系指导但不应禁锢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犯罪形势是动态的，刑法理论往往具

〔 10〕  姚建龙：《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载《政治与法律》202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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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滞后性。刑法治理体系有必要保持适度的前瞻性，但不可过度超前。三是治理体系与能力建

设可以且应当推动理论创新与变革，不可阻碍或者迟滞理论发展。理论发展不能脱离治理问题

而要支撑犯罪的治理工作。

4. 刑法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

遵循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要求，结合我国犯罪的态势，以中国特色刑法学为基础，应突出

做好以下工作：（ 1）搭建立体联通的治理体系。一是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这是内外的关系。

二是刑法与犯罪学的关系，这是前后的关系。三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这是左右的关系。

四是国家改革、社会发展与刑法的关系，这是上下的关系。只有理顺上述关系，才能优化犯罪治

理的顶层设计，实现协同治理效果。其中，以刑法为原点打造治理体系是基本立场，与全面依法

治国的国策相呼应。（ 2）在治理能力的建设上，可主要聚焦在：一是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突

出抓好刑罚部分的制度完善，尤其是要加强刑罚的有效性，使刑事制裁体系能够满足犯罪治理的

需求。长期以来，实践中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问题。这种不对称的结构是刑法治理体系的潜

在短板和隐患。二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可以将积极刑法观作为犯罪治理的重要理论参考。积

极刑法观是当前刑法治理所需要依仗的重要理念，它较好地扭转了刑法始终要保持事后干预的

消极立场。强调根据犯罪态势等需求，适度提前介入和积极干预，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治理需

求。其中，通过适宜的积极立法，可实现更加主动的预防性保障和规制。三是要及时总结和归纳

刑法理论体系的最新进展、问题以及经验等，推动刑法理论的持续发展和完善。这是刑法治理体

系与能力建设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轻微犯罪的精准治理

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根据 202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11〕重罪案

件占比持续下降，轻微犯罪案件占比快速攀升。这动态显示犯罪结构发生了实质的变动，而且重

罪下降、轻微犯罪继续增加的基本态势仍在持续中。 〔 12〕然而，我国犯罪治理的任务有增无减，甚

至会变得更加繁重。〔 13〕因此，虽然重罪案件占比仍在下降，但案件总数及轻微犯罪仍呈递增趋势。

犯罪治理的实际任务以及数量有增无减。因此，无论从质还是量看，新时期的犯罪治理任务变得更

加繁重、复杂和多变。其中，轻微犯罪的治理已变成全新的课题。

在可以预见的今后一段时期，刑法治理的主要对象是体量庞大的轻微犯罪。围绕轻微犯罪设

计科学的刑事治理路径是尤为关键的一环，也是统筹推进刑法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1. 轻微犯罪治理的特性、规律以及需求

轻微犯罪是微罪和轻罪的概称。二者相比于重罪体系，可以视为一个整体。轻微犯罪相

比于重罪，有其特殊性，集中表现为犯罪门槛的降低、法定犯的性质、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常

规配置、法定刑不高、基数庞大且案件占比极高等。这些特征决定了轻罪治理应当遵循不同

的规律。主要涉及刑法保护的前置化与必要性、犯罪圈扩大与部门法的调试关系、案多人少

〔 11〕  重罪案件从 1999 年 16.2 万人下降到 2019 年的 6 万人，占比从 19.6% 下降至 2.7%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的人数占比从 1999 年的 54.6% 上升至 78.7%，最高刑为拘役的醉驾案件占比达到近 20%。

〔 12〕  根据 2022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与 2020 年相比，起诉涉黑涉恶犯罪下降 70.5%，杀人、抢劫、绑架犯

罪下降 6.6%，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犯罪下降 20.9%，毒品犯罪下降 18%。2021 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

85%。

〔 13〕  2022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件 363.7 万件，同比上升 20.9%。2021 年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审结一审刑事案件 111.6 万件，判处罪犯 152.7 万人。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显示，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 125.6 万件，判处罪犯 171.5 万人。



8 

2023 年第 2 期

的供给矛盾、公平与效率的诉讼立场对立。基于上述轻微犯罪治理的特性和规律等，可进一

步明确特定的需求，包括积极扩大刑法干预的边界之下限、以法定犯为主要的立法和规制对

象、刑事制裁变得相对轻缓化、刑事诉讼改革的全面配套等。这些特殊需求对刑法理论体系

产生了同步同频的策动效应。只是当前缺乏相适应的理论指导，导致实施环节出现抵牾现象。

根据轻微犯罪治理需求，具体调试刑法理论体系以及制裁体系，是提高轻微犯罪治理效果的

内在要求。其中，强化诉源治理尤为重要。〔 14〕既关涉宽严相济的落实，也事关治理效果的

好坏。

2. 培育相对独立的轻微犯罪治理体系

重罪体系长期“一家独大”，由此形成了以重罪为基本对象的传统“单一”犯罪治理体系。

而且，针对以轻微犯罪为主的犯罪结构，以重罪体系为前提的知识经验和模式等，必然也无法继

续完全套用。对此应作出针对性调整，培育相对独立的轻微犯罪治理体系，旨在促成重罪体系

与轻微犯罪体系在治理上的精准区分，强化类型化治理，达致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为此应明确的

是：（ 1）重罪和轻微犯罪在犯罪性质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重罪体系和轻微犯罪体系存在实质上

的差异。因而，应当区别对待各自的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必须积极构建独立的轻微犯罪治理体

系，在目标、对象、功能、措施上加以区分。（ 2）轻微犯罪治理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主要体现在

治理对象的特殊性、治理手段的特定性、治理任务和目标的差异性等方面。例如，轻微犯罪的占

比居高不下，程序分流与保障不可或缺。又如，轻微犯罪主要是法定犯以及行为犯、危险犯的立

法。在司法认定特别是在出罪上，会出现功能、范围、路径上的不同，需要进行差异化的处理。

（ 3）轻微犯罪与重罪体系的界限仍未确定，各自范围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甚至有继续扩大的可

能。因此，轻微犯罪体系及其治理结构也不断变动。其中，微罪体系的不断扩充，会出现微罪体

系逐渐脱离轻微犯罪与日益独立的趋势、肢解轻微犯罪治理体系等问题。 〔 15〕在微罪体系应当独

立的特定框架下，需另行讨论微罪的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

（三）对新兴犯罪的前瞻性管控

当前，新兴科技及其广泛应用所带来的刑事风险，是刑法治理所面临的新课题与新挑战。

特别是现行刑法所处的社会背景具有天然的“延后性”。这决定了刑法面对技术性的刑事风险

时，会出现规范供给不足、理论体系的代际分离等问题。对此，必须统筹管控好新兴犯罪及其

刑事风险。通过前瞻性研究建立科学的有组织的应对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彰显中国特色刑法

学的时代适宜性、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与积极实践等优势。其中，有两类新兴犯罪是颇为特殊

和典型的。

1. 网络犯罪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网络传销、网络赌博、网络黑客、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以及网络黑

灰产业链犯罪愈发频繁，显示了网络犯罪是演变势头最为严峻的犯罪类型，甚至会成为未来第

一大犯罪类型。对于网络犯罪的治理方式与效果，无疑成为评价、验证刑法治理体系与能力的

关键要素。为此，应当根据网络犯罪的特性与规律等，做好以下方面：（ 1）认真对待当前积极

援引现行规范、运用扩张解释解决新型网络犯罪治理的做法，及其现实合理性与制度供给瓶

颈。针对规范供给的有效性问题，应做好立法修正，缓解刑法规范供给不足问题，实现刑法解

〔 14〕  万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创新发展的检察实践》，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 年第 4 期。

〔 15〕  李翔：《论微罪体系的构建——以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研究为切入点》，载《政治与法律》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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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理论与规则的网络化转型等。〔 16〕（ 2）鉴于网络刑法理论研究存在碎片化问题，特别是关于中

国特色网络刑法（学）的渐进式建构仍存在意识淡薄、共识匮乏、独立性不足等问题，有必要

在总结立法与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网络刑法（学）的学科建设。（ 3）有必

要根据网络犯罪（案件）的体量等，结合网络刑法的理论进展，以立法修正为前提，在未来可

考虑融实体与程序为一体的网络刑事法典的创制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网络刑事法规范供给失衡

问题。

2. 数字经济犯罪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

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规模达 39.2 万亿人民币。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 2021
年 10 月）明确了发展数字经济的指导思想，国务院还出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国发〔 2021〕29 号），指出加强对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新应用研究并妥善审理好相关案件是

未来司法工作的重点。当前，刑法治理数字经济犯罪的重点难点主要包括：（ 1）界定数字经

济安全及其保护的范围等，厘定数字经济犯罪的类型及其本质特征。可将数字经济犯罪单列，

作为刑法治理的特殊对象。鉴于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数据犯罪是关联最为密切

的规制对象。经此，既不破坏刑法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又有助于提高刑法治理的特定性与专

属性，这更好地回应了保障数字经济安全的迫切需求。（ 2）应当从立法、司法以及理论等多

方面，建立更加综合的应对体系以及措施。其中，特别需审慎处理好传统经济犯罪与数字经

济犯罪在治理上的差异化与特殊化。〔 17〕（ 3）有必要根据实际需求，逐步探讨数字刑法的基本

理论问题及其与网络刑法（学）之间的具体关系等，以此推动中国特色刑法学在理论体系层

面的增量发展。（ 4）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2 年 12 月 2 日印发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

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强调了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的关键引擎之地位与作用，将数据

视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并作为新型的基础生产要素。因此，在针对数字经

济的刑法规制上，要围绕数据要素展开。数据要素应用所引发的刑事风险以及犯罪，可归

属于数据犯罪，与广义的网络刑法相关，也是数字刑法规制的重要内容。

三、全面系统推进中国特色刑法立法的科学化

我国刑法立法已经进入了全面的“活性化”阶段。现行刑法典应否进入全面修订阶段、当

前刑法修正的重难点以及优化上的供需调剂等相关重大问题随之出现。这直接关系到刑法立法

的科学性以及有效性。更重要的是，面对日益复杂的犯罪态势、犯罪结构的深度调整和新型的

“技术型”犯罪不断涌现等情况，刑法立法切实做好做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变得尤为艰

巨和迫切。

（一）树立科学的刑法立法观

面对复杂多变的犯罪态势与情势，根据刑法治理的供需矛盾，在刑法立法的科学上，需优先

澄清突出的问题，做到有的放矢。

〔 16〕  高铭暄、孙道萃：《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理论置评与体系进阶》，载《法治研究》2021 年第 1 期。

〔 17〕  贾宇：《数字经济刑事法治保障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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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法活跃与犯罪化、非犯罪化

在犯罪治理的实际供需上，刑法立法现处在并仍会维持日益活跃的状态。〔 18〕这既与前端的犯

罪态势与犯罪结构调整直接相关，也与其他领域立法的活跃状态有关。由此，我国刑法立法正处

于更加繁杂且体量总体仍然比较巨大的“多法衔接”状态。〔 19〕它是指其他行政或者民事法律的

同步积极修改，极大地扩充了刑法之外的规范体系。基于法体系内在的有机衔接与法治统一等需

要，刑法立法也变得活跃和积极。而且，立法的活跃与多法衔接的内在联系，也决定了刑法立法

在结果上仍会以犯罪化为重要内容或者标志。从立法结果看，犯罪化的立法保持增量，会加深对

“非犯罪化”的误解乃至恐慌，甚至据此否定我国刑法存在非犯罪化功能及其独立的出罪体系等。

对于犯罪化主导下的立法活性化问题，应当认识到：并非客观上没有出现非犯罪化的立法，而是

呈现方式不够有力、充分和有效，反而犯罪化的主导性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非犯罪化的立法进程与

结果。在积极刑法观下，出现犯罪化过度的难题有一定客观现实性。不过，坚持科学立法，有助

于维系动态、均衡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2. 法典化问题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行，理论上出现了刑法应当法典化的讨论。甚至不

乏观点认为，我国需要创设一部刑法典。〔 20〕对此，需要明确的是：（ 1）我国 1997 年刑法，

无论从立法体例还是具体内容，实质上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法典。因而，我国不存在“刑法的

法典化”之立法问题。不能因为刑法没有“典”的文字表述，误认为我国还没有刑法典。〔 21〕

（ 2）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犯罪态势发生重大变动后，1997 年刑法是否进入需要全面修

订的阶段。〔 22〕这会对刑法立法产生整体的重大影响。如需进行全面修订，应当做好顶层规划，

分阶段、分批次有序完成；如不需要，如何有效地应对不断出现的立法需求，并且维持好法

典的稳定性与统一性等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3）完善刑法典的相关议题集中在刑法立法完善

模式。当前，是坚持统一法典的单一体例，还是允许特别刑法、单行刑法等模式，理论上有

不同的看法。〔 23〕这也关涉坚持“法典化”与“解法典化”的双重“反向”问题。在现阶段，

面对日益活跃的立法与更加复杂的犯罪治理任务，“法典化”模式仍能继续保持有效。补充刑

法的法源，不必通过特别刑法等方式。〔 24〕破坏法典的统一性，虽会满足个别地规范供给问题，

却会加大刑法规范的不统一。不过，刑法修正案作为目前唯一、法定的立法完善模式，其合

理性之争也会有所显现。因为如果仅从刑法规范的统一性、体系性上进行宏观论证会显得乏

力和不足。

3. 立法的重点

刑法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是现代刑法实现转型与进化的重要支点。但是，刑法治理不是恣

意的“框”，不是所有问题——即使是犯罪问题，都需要通过刑法即刻介入与规制。在立法上，

刑事政策的落实有一个轻重缓急之别。这不只是立法策略，更是立法的顶层设计问题。因此，

应当突出抓好当前与今后的立法重点，明确基本共识：（ 1）刑法总则的主次与幅度。刑法总则

〔 18〕  高铭暄、孙道萃：《〈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解读》，载《法治研究》2020 年第 5 期。

〔 19〕  高铭暄、孙道萃：《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中国刑法之路》，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

〔 20〕  吴亚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刑法再法典化的正当性根据检视》，载《中外法学》2023 年第 1 期。

〔 21〕  张明楷：《刑法的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载《东方法学》2021 年第 6 期。

〔 22〕  周光权：《法典化时代的刑法典修订》，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 5 期。

〔 23〕  张明楷：《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载《政法论坛》2021 年第 4 期。

〔 24〕  卢建平：《刑法法源与刑事立法模式》，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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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区分主次，合理排列，确保理论体系发展的适度性。总体看：第

一，犯罪论部分。该部分自 1997 年刑法施行以来，几乎没有经历立法修正。但是，高质量发

展需求与中国特色刑法学研究成果的固化，都需要考虑应否以及如何启动立法完善。例如，近

些年，正当防卫的司法在个案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在教义学上取得了巨大

的发展与深化。〔 25〕尽管如此，正当防卫制度在实践中的“条款僵尸化”问题仍旧存在。既与我

国法定出罪机制理论与机制的不足有关，也与但书条款、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安排有关。这就

催生了总则规定的立法完善问题。第二，刑事责任部分。这是立法的薄弱环节，也是急需强化

的部分，以夯实刑事责任的司法化。第三，刑罚部分，既包括刑罚结构的调整，如主刑、附加

刑的修改，是否增设新的刑种，以及犯罪附随法律后果的立法等；〔 26〕也包括量刑规范化改革成

果的立法回应等。（ 2）刑法分则的节奏与频次。刑法分则始终是立法的重点区域。除了待决的

老问题，还需集中关注新问题。立法既要满足现实需要，也不能总是“亦步亦趋”，走入“消

防员式”的短期立法。概言之：第一，自然犯的立法修正。当前，自然犯仍占据刑法分则的绝

大部分。随着社会发展等，自然犯的立法修正会成为重点。例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对数

据主权、数据流动安全、生态安全等新型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加强刑事保护等。第二，网络犯

罪的立法。网络犯罪处于快速演变期，网络犯罪会成为我国犯罪结构中的主要部分，引发一系

列理论课题。〔 27〕围绕网络犯罪的立法是今后的主要内容，立法难度也不言而喻。第三，新兴犯

罪的立法。例如，我国正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涉数字经济犯罪的特别立法值得关注，如数据

犯罪。第四，轻微犯罪等法定犯的立法。在犯罪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轻微犯罪立法仍

处于增量状态。

4. 高质量立法的指标评价体系

立法的科学与民主，是立法获得合法性、正当性的保障。而且，民主的立法，才会产生科学

的立法。科学的立法，会进一步夯实立法的民主基础。刑法立法的科学化之路，在末端还可建立高

质量的指标体系作为评价参照。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好地以人民为中心，将科学性予以具化与指标

化。高质量的刑法立法，在结果上，可通过以下因素加以综合测评：（1）立法过程的合法与民主，

包括立法参与方式、立法内容的公开程度等。（ 2）立法完善机制的不断健全，如立法评估体系等。

（ 3）立法内容的实质正当与有效，如不会出现“僵尸条款”或者加剧犯罪竞合等，也包括不会异

化新的“口袋罪”等。

（二）刑法立法的科学化展开

遵循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要求，根据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立法重点、难点以及基本议题等，

应从几个关键方面发力，全面做好新时代的刑法立法完善工作。

1. 动态、均衡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立法

从结果上看，犯罪化是常见的立法结果，这就造成了“立法往往就是犯罪化”的僵化认

识。实际上，刑法立法变得更加活性化，以及犯罪化成为立法的主要内容，是由社会治理任

务的繁重、社会发展形势越加复杂多变、刑法的工具属性一面被进一步释放、刑法治理功能

的扩充等因素造成的。尽管积极立法仍会是未来的主要动向，但也需更加动态、均衡的犯罪

化和非犯罪化立法，具体包括：（ 1）完善犯罪化的立法程序公开与实体公正说理。对于犯罪

〔 25〕  陈兴良：《正当防卫教义学的评析与展开》，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 年第 2 期。

〔 26〕  彭文华：《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规范化研究》，载《法学研究》2022 年第 6 期。

〔 27〕  陈兴良：《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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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立法，其合法性、正当性以及合理性，是需由程序公开与实体公正说理共同实现的。程

序公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具体体现，包括立法背景公开、立法理由公开、立法

过程的公众参与和监督等内容。实体公正说理是由一系列说理机制组成，以论证立法的必要

性，保障底线正义或者终极正义。以刑法理论体系作为根基，在说理机制上，应当优化立法机

构的审议情况、修改理由、通过依据以及官方对立法原意的阐明等。其中，立法原意是最核心

的内容，也是刑法解释的基本准则，最需要予以阐明与公开化。（ 2）强化立法中的非犯罪化表

达方式。一是及时公布刑法修正中出现的非犯罪化立法的研讨情况，以及为何选择非犯罪化或

者犯罪化的特定理由等，逐渐梳理出我国立法中的非犯罪化规律、逻辑以及经验等。建立全流

程下透明的公开机制，加强公众对非犯罪化立法的正确认识和感知度等。二是对于刑法分则中

的“僵尸条款”与“僵尸罪名”等留而不用情形，应当全面清理。将一些确实没有社会危害性

或者刑法不需要再规制的犯罪行为，通过非犯罪化的方式予以废止，为刑法分则“瘦身”。

2. 优化可持续性的理论与立法“反哺”模式

评价立法是否科学的重要指标就是刑法立法与刑法理论的良性、有效互动程度。只有理论

和立法在同一轨道上前行，才是科学立法的最佳表现样态。当前，立法与理论之间的互斥、对

立、不同步等问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还存在，如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帮助行为正犯化

等。为此，有必要建立健全理论与立法之间的“反哺”机制。其具体要点为：（ 1）总则修改事

关基础理论，尤需遵从“反哺”机制。从现有的刑法修正案看，对刑法总则的修改幅度明显小

于刑法分则。而且，对刑法总则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刑罚部分。今后对刑法总则的修改，须与刑

法理论体系保持协同，既能维护现行理论的合理性与稳定性，也能促进理论的发展。例如，对

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共同犯罪、正当防卫等犯罪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修改，必须立足中国特色

刑法学，直接转向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不可取。又如，强化刑事责任的立法，也需与我国刑事责

任理论进行匹配，而不能简单移植域外刑法中的罪责理论，否则会引发重大的不适现象。〔 28〕而

且，刑事责任的立法，也要兼顾司法化的便捷性与可操作性等。（ 2）分则修改应作为通行刑

法理论的最广泛检验场。犯罪态势决定了刑法分则仍然是修改的主要阵地。无论是修改原有规

定，还是增设新规定的方式，都会成为检测或验证通行刑法理论是否适宜、是否可行的场域，

也会酝酿理论变革的因子。例如，增设危险驾驶罪等新的罪名，会引发广泛的理论讨论，甚至

推动理论进步。（ 3）立法修改肩负理论创新的特殊使命。立法不应只是对现有理论的简单确

认或者规范的反映，也应当肩负推动理论创新的特定使命。诚然，刑法立法虽然应当是对犯罪

客观实际与社会治理需求等方面的最佳反映和直接体认，但是，立法是政策制定者的能动化制

度，也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无论是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或者是重刑化、轻刑化，这

些立法成果都会对犯罪治理能力及其体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某些犯罪治理措施形成相当

的“反制力”，要求重新配置制度资源等；乃至会超越犯罪的现状趋势，实现立法的前瞻性规

制，以此策动刑法理论上的同步应变等。这是立法修改积极主动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所在。例

如，针对网络犯罪的修改活动，就很好地展示了上述逻辑，有关网络刑法学与网络刑法典的理

论研讨已然成为新的关注点。〔 29〕

3. 聚焦立法重点

在考虑立法重点时，应着重围绕犯罪态势、犯罪结构的重大调整等因素，精准预测我国未

〔 28〕  车浩：《责任理论的中国蜕变——一个学术史视角的考察》，载《政法论坛》2018 年第 3 期。

〔 29〕  孙道萃：《网络时代的中国刑法发展研究：回顾与展望》，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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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犯罪治理的重点板块，确保立法没有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也符合党和国家对犯罪

治理的总体安排。当前刑法立法重点内容可考虑：（ 1）在总则中，可适时启动修改重大、基础

的立法规定，以此推动刑法理论与时俱进，也整体上扭转过往刑法修正案侧重实践经验总结而

弱化理论发展的偏一现象。例如，在激活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下，其他正当化事由的立法化工

作应当提上议程，适当扩充法定的出罪事由，强化法定的出罪体系。又如，在网络犯罪的作用

下，共同犯罪规定可择时进入实质的“调整期”，有必要启动立法修改，消除《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 287 条之二引发的理论争论。再如，伴随着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进，

包括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在内的刑事立法完善也应积极跟进。当然，总则规定的修改牵一发而动

全身，应审慎、不可盲动。既不能过度超前理论的一般预期与接受度，削弱立法的科学度；也

要及时引导公众提高容忍度和包容度，积极储备理论发展的潜质与契机。（ 2）在分则中，宜审

时度势，因地制宜，把握好灵活性与有效性。可聚焦以下方面：一是传统自然犯的修改。我国

正在加速进入法定犯时代，自然犯也会进入相对集中的调试期。需要调整的罪名，主要可能涉

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领域。二是网络犯罪的局部性立法。目前，对网络犯罪的

立法是碎片化的，缺乏整体性和全局性。需要根据网络犯罪的态势，做好整体规划，梳理总结

网络犯罪刑事责任特点与得失，通过专门立法或者立法解释等形式，提升立法的体系性与内部

协调性，不断提升刑法典的生命力。三是其他新兴或新型犯罪应当是开放式立法的重点区域。

新兴领域的犯罪会持续到来，开放式立法成为积极应对的实际产物。在这些动态的板块中，立

法尤为活跃，且往往蕴含实质的变革性力量。例如，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人工智能主体刑法

地位问题逐渐突出，人工智能犯罪现象开始出现，也正在颠覆以人的主体性地位为根本前提的

刑法立论逻辑，〔 30〕倒逼启动相适应的超前立法。

4. 完善立法技术及其配套

立法是否科学，也取决于精良的立法技术与完整的配套措施。现阶段，刑法修正案是主要的

立法完善模式。在立法技术上，需做好：（ 1）改进立法技术，使立法过程或者结果更加精细化、

人性化，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例如，刑法修正案通过后，应由立法机构及时公布新增罪名或

者调整后的罪名，并重新调整刑法条文序列。又如，立法机构可以根据信息公开的具体要求，及

时公布立法资料、立法理由等，明确立法原意的内容，减少法律适用的困惑与矛盾。（ 2）完整

的立法评估体系，应当包括事前的立项调研、立法过程中的质量把关、立法后的评估与修正等环

节。目前，立法评估体系和运行机制尚不健全，削弱了刑法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在一些个别

立法中，甚至会引发立法与民意的脱节、立法后的消极附随效应突出等问题。例如，醉驾入刑

后，引发了行政处罚明显高于刑罚处罚、犯罪标签化等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减少社会对立面、

增加和谐度，有必要重启醉驾犯罪的立法完善，消解社会疑虑。（ 3）做好试验性立法。为了与

日益活跃的刑事司法改革相互衔接、实现同步配套，有必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的试验性立法，促进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同频性，提高立法治理。例如，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期间，刑法的

试验性立法已经滞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引入刑事诉讼法后，相关程序方面的规定、改革不

断翻新，而刑法的相关立法衔接工作尚需尽快跟进，以形成改革的合力。再如，企业刑事合规改

革试点工作全面铺开，刑法可启动试验性立法的准备工作，让此项利国利民的改革于法有据。总

之，积极筹划面向试验性司法改革所需的试验性立法机制，可以优化两法衔接，增强刑法立法的

活力和适宜性，最终真正实现立法为人民的根本宗旨。

〔 30〕  孙道萃：《人工智能刑法研究的反思与理论迭进》，载《学术界》2021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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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minal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product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is inherently characterized by inclusiveness, which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and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development experience so far.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oal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tak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s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criminal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enter a new era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a fast pace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which also resonates with Chinese-style 
modernis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o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s the outline,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improving the criminal law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especially the 
governance of minor crimes and the regulation of emerging fields such as cybercrime and digital 
economic crime.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o promote scientific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Moreover,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scientific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with a top-level design so as a whole system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continuously guarantee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legislation.

Key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riminal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iminal law governance;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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